
 

挑战性压力源对员工工作重塑的影响：自我效能
感与促进定向的中介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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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理工大学管理学院　上海　200093）

摘    要：本文在问卷调查的基础上就挑战性压力源对员工工作重塑的积极影响进行了研究，并对自我效能感和

促进定向在其中发挥的中介作用进行了剖析。研究结果表明：挑战性压力源正向影响员工工作重塑；员工自我效能

感以及促进定向部分中介挑战性压力源对工作重塑的影响；挑战性压力源可以通过两条不同的路径影响工作重

塑。本文丰富了工作重塑发生机制的研究成果，为组织管理员工有效应对工作中的压力提供了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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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为了应对组织外部环境的变化以及激烈的市场竞争，组织内部不得不采取并购重组、流程再造、

裁员等一系列变革措施。组织内部变革与外部环境变化给员工带来了挑战，对员工提出了更高的工作要求，

外部雇佣环境的变化与不确定性也给员工身心带来双重压力。

Cavanaugh 等对两种不同性质的压力源进行了界定[1]，提出给员工带来积极情绪体验与结果的压力源

是挑战性压力源，给员工带来消极结果的压力源则是阻断性压力源。安彦蓉等发现挑战性压力源对员工

的创造力具有正向促进作用[2]，因为压力有时候也是一种动力，能够促使员工保持一定的危机意识，能够激

发员工的工作动力。刘博和赵金金指出，在实际工作中，员工会对工作场所中的工作特征与环境做出评

价，进而决定采取何种策略或措施来改变工作特征，避免消极效应的产生[3]。工作重塑是员工应对组织变

革和变化的积极手段，可提高员工的持续工作能力，帮助员工响应工作场所的变化[4]。不同于占主导地位

的自上而下的工作设计方法，工作重塑是员工的主动性行为，是员工为实现资源与要求平衡自下而上自主

采取的调整自身工作特征的行为。工作重塑作为一种主动性行为，是员工发挥主观能动性、积极应对组

织变革与环境变化带来的挑战性压力源的有效方式之一。本文拟从工作重塑入手研究员工积极应对挑战

性压力源的行为。

在感知到挑战性压力源后，自我效能感高的个体相信自己能够应对目前的挑战，倾向于采取积极的应

对措施改变现有的工作特征，将压力化为动力。Stumpf 等研究发现，高自我效能感的员工在问题情境中倾

向于积极地应对、解决问题[5]。自我效能感作为个体对自身能力的信念，影响着人们的行为方式，很有可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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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挑战性压力源与工作重塑的桥梁。本研究拟探讨自我效能感在挑战性压力源与工作重塑之间发挥的中

介作用。

压力可视为环境与个人特质相互作用的结果[6]，积极的压力源能够给个体带来积极的情绪体验，从而促

使员工在工作场所改变工作态度与行为方式。挑战性压力源能够激发何种特质的员工采取积极的应对方式，

是本研究需要讨论的一个问题。促进定向是源于调节定向理论的个体动机状态。目前调节定向研究大都集

中于消费行为领域，较少关注促进定向对员工认知、态度、情绪、身心健康及行为的影响[7]，近年来学者们才

开始将工作重塑与调节定向理论结合起来[8]。李锐和王怀勇指出，情境因素导致的情境性促进定向的诱发动

机和认知处理模式能够使员工在后期的应对过程中倾向于采取趋近策略和争取最大化的积极结果 [ 9 ]。

Tims 和 Bakker 提出，与防御定向的个体相比，促进定向的个体实施工作重塑行为的可能性更大[10]。因此，有

必要对挑战性压力源对促进定向的激发作用和促进定向对员工工作重塑的影响进行研究。

综上，本文的研究内容包括：挑战性压力源对员工主观能动性及压力应对策略的影响，即在感知到挑战性

压力源的情况下员工个体自我效能感与促进定向的作用；挑战性压力源对工作重塑的影响机制及挑战性压力

源的积极影响。 

一、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一） 挑战性压力源与工作重塑

工作压力是一种由工作或与工作直接有关的因素造成的心理应激，而工作压力源则是引起个体压力感知

的刺激前提[11，12]。Cavanaugh 等对两种不同性质的压力源进行了界定。他们提出：挑战性压力源是指被个体

感知为奖励的工作要求，包括时间压力、工作负荷、高工作责任、高学习要求等。这类压力源产生的压力能

被克服，且一旦克服就能给员工带来物质及精神上的收益与回报。阻断性压力源是指被个体感知为成长障

碍，对个人目标达成造成干扰或者对个人工作能力形成限制的一系列工作要求，包括角色模糊、组织政治、工

作不安全感等。这类压力源产生的压力很难被克服，且个体无法从中获益[1]。不同性质的压力源会对员工的

态度与行为产生差异性影响。阻断性压力源会对个体产生消极影响，导致个体采取消极的应对策略。张勇等

研究发现阻断性压力源通过自我效能负向影响员工创造力[13]。挑战性压力源能够激发个体的积极行为。杨

皖苏等发现挑战性压力源可通过影响员工的组织支持感来激发员工的主动性创新行为[14]。

Wrzesniewski 和 Dutton 将工作重塑界定为员工为使自身兴趣、动机以及热情等与工作一致，在工作场所

自我激发的一系列改变工作认知、任务和关系的行为[15]。Tims 和 Bakker 以 JD-R 模型（工作要求—资源模

型）为理论基础，将工作重塑定义为“员工为实现工作要求与工作资源的平衡，根据自身能力与需求做出的主

动改变”[10]。从上述概念可以看出，工作重塑是员工在工作场所自发采取的主动改变行为。Wrzesniewski 和

Dutton 指出，实现自我控制、树立积极自我形象以及与他人建立联系这三种基本个人需求是激发工作重塑的

重要因素[15]。在感知到挑战性压力源的情况下，为保持稳定的情绪，实现对工作的控制，员工会采取一系列主

动性行为，以改变工作的各个方面。刘淑桢等研究发现，在感知到挑战性压力源时，期望能够保持持续的工作

能力、提高职业胜任能力以及获得持续性组织收益的员工会产生改变工作特征的行为，以便在应对压力的同

时向他人展示积极的自我形象，即采取重塑现有工作特征的行为[16]。Harju 等研究发现挑战性的工作要求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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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减少个体的工作倦怠，进而激发员工的工作重塑行为[17]。刘云等研究发现挑战性压力源可激发员工的工作

重塑行为，进而增强员工的工作幸福感[18]。陈春花等基于自我决定理论进行研究后发现，挑战性压力源能够

激发员工任务重塑行为，进而激发个体的创新行为[19]。因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H1：挑战性压力源正向影响员工工作重塑。 

（二） 自我效能感的中介作用

Bandura 指出个体自我效能感是指个体相信自己有能力实现特定目标，相信自己能够成功做成某件事的

主观感知[20]。根据社会认知理论，社会说服是激发个体自我效能感的外部来源之一。挑战性压力源对应的工

作要求会让员工感受到来自组织以及上级的重视、信任与期待，会被员工感知为“社会说服”，从而促进员工

自我效能感的提升[21]。个体在感知到挑战性压力源且认为自己有能力应对压力时，会激发自我效能感，表现

出积极主动的行为。员工自身主观能动性的发挥是积极应对压力的重要途径。基于上述分析，本研究提出以

下假设：

H2：挑战性压力源正向影响员工自我效能感。

Lazarus 的认知评价理论指出员工对环境变化的感知和对自身能力的认知评价将影响其压力应对行

为 [22]。根据社会认知理论，个体的自我效能感是连接外在环境与个体行为的重要因素 [13]；自我效能感是

动机的核心影响因素之一，自我效能感高的个体更愿意采取问题导向式的、积极的应对方式[23]。张亚军

和肖小虹研究证实，挑战性压力源通过自我效能感的中介作用正向影响员工创造力 [24]。自我效能感高

的个体个人控制感会更强，这种控制感有助于个体在感知压力时产生战胜压力的信心，进而促使个体产

生更多的主动性行为 [25]。在感知到挑战性压力源时，自我效能感高的个体会相信自己有能力应对目前

的挑战，倾向于采取提高工作控制力、重塑自我形象、积极建立联系等主动应对措施，能够促进工作重

塑行为产生，有助于自身主动将压力转化为动力。相反，自我效能感低的个体认为自己无法战胜来自组

织内外部的压力，不能完成高工作要求，无法克服困难，因此不太可能采取积极的应对措施。邓春平等

认为挑战性压力源产生的刺激会激励员工采取积极的应对措施，以避免压力带来的消极影响 [26]。张勇

等基于社会认知角度证实挑战性压力可通过自我效能的中介作用激发员工的创造力 [13]。因此，本研究

提出以下假设：

H3：自我效能感在挑战性压力源与工作重塑之间发挥中介作用。 

（三） 促进定向的中介作用

促进定向源于调节定向理论，促进定向的个体关注成长、需求、成就等积极结果，趋近积极的目标状态，

对积极结果的出现与缺失敏感，易表现出积极主动性行为[27]。促进定向既可以是受个人特质倾向影响形成的

长期特质，也可以是受情境因素或任务影响形成的一种短期状态。有学者指出，重视成长、收获与理想的工

作环境能够激发员工的情境性促进定向[7]。当个体所处的环境能够引导其促进定向形成时，那么员工就有可

能成为促进定向的个体。例如，变革型领导关注下属成员的进步与发展，鼓励员工成长，为员工追求理想状态

与积极目标提供支持性氛围，能够激发员工促进定向的形成[28]。挑战性压力源作为组织情境与个体相互作用

的因素，被员工感知为奖励性工作要求，强调员工的成长与进步，能够有效激发员工的促进定向状态。所以，

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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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4：挑战性压力源正向影响员工的促进定向。

韩强指出当员工感受到情境因素变化时，促进定向的员工有清晰的目标导向，能激发自身强烈的内在动

机，进而会为了实现工作目标、提高胜任能力等积极结果而不断提升自我[29]。在面对挑战性压力源时，促进

定向的个体会趋向于改变目前的压力状态，自发地采取工作重塑等积极措施来应对压力。Petrou 和 Dem-

erouti 发现情境性促进定向能够激发员工的工作重塑行为，包括寻求资源与挑战[30]。在面对挑战性压力源时，

促进定向的个体更关注成长与积极结果。他们会认为挑战性压力源能给自己带来成长，会积极地增加社会性

工作资源来应对挑战性压力，容易产生工作重塑行为[31]。因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H5：促进定向在挑战性压力源与工作重塑之间发挥中介作用。

基于以上所有假设，本研究构建理论模型，见图 1。
 
 

自我效能感

挑战性压力源 工作重塑

促进定向

图 1    研究模型 

二、研究设计
 

（一） 研究样本

本次调查发放问卷 274 份，剔除填写有明显规律以及填写时间过短的问卷 36 份，最终有效问卷为

238 份，回收有效率为 86.8%。从性别来看，男性与女性比例相差不大；从年龄来看，研究样本以 21～25 岁和

26～30 岁为主；在受教育程度这一项，本科学历占 47.1%；从岗位级别来看，调查对象主要是普通员工。具体

样本信息见表 1。 

表 1    研究样本基本信息

统计项目 样本量 百分比（%）

　性别
　男 98 41.2

　女 140 58.8

　年龄

　20岁及以下 24 10.1

　21～25岁 56 23.5

　26～30岁 67 28.2

　31～35岁 39 16.4

　36～40岁 32 13.4

　41岁及以上 20 8.4

　受教育程度

　高中及以下 32 13.4

　专科 67 28.2

　本科 112 47.1

　研究生及以上 27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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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变量测量

本次问卷调查使用的是国内外相关研究中较为成熟的量表。同时，为便于被试者理解，研究根据具体的

使用情境对量表中一些措辞进行了一定的调整。

1）挑战性压力源的测量采用 Cavanaugh 等[1] 开发的量表。量表中测量挑战性压力源的条目共有 6 个，

“1”代表“完全没压力”，“5”代表“非常有压力”。本次测量中该量表的 Cronbach’s α值为 0.839。

2）自我效能感的测量采用 Schwarzer 等[32] 开发的 GSES 量表。量表共 10 个测量题项，“1”表示“完全不

同意”，“5”表示“完全同意”。本次测量中该量表的 Cronbach’s α值为 0.860。

3）促进定向的测量采用 Neubert 等[33] 的工作调节焦点量表（WRF)。量表中测量促进定向的条目共有

9个，“1”表示“完全不同意”，“5”表示“完全同意”。本次测量中该量表的 Cronbach’s α值为 0.827。

4）工作重塑的测量采用 Petrou 等[34] 开发的量表。量表中测量资源找寻的条目有 6 个，其中 3 个题项用

于测量挑战寻求，4 个题项用于测量需求减少，“1”表示“完全不同意”，“5”表示“完全同意”。本次测量中该

量表的 Cronbach’s α值为 0.885。

5）控制变量包括员工的性别、年龄、工作年限、受教育程度以及岗位等级。根据 Rudolph 等人[31] 的分

析，上述背景变量会对工作重塑产生影响。 

三、数据分析与结果
 

（一） 共同方法偏差

本研究采用 Harman单因子分析法检验是否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分析结果显示，特征值的最大因子

累积解释方差为 31.344%，说明不存在单一因子解释绝大部分变异的情况。因此本研究共同方法偏差符合要求。 

（二） 描述性统计及相关分析

各变量的均值、标准差、相关系数和显著性水平见表 2。从表 2 可以看出，挑战性压力源与工作重塑正

相关（r=0.479，p<0.01），与自我效能感正相关（r=0.539，p<0.01），与促进定向正相关（r=0.525，p<0.01）。从表

2 还可以看出，自我效能感与工作重塑正相关（r=0.795，p<0.01），促进定向与工作重塑正相关（r=0.834，

p<0.01）。 

表 1 (续)

统计项目 样本量 百分比（%）

　工作年限

　1年以下 57 23.9

　1～3年 32 13.4

　3～5年 65 27.3

　5～10年 59 21.0

　10年以上 43 14.3

　岗位级别

　普通员工 139 58.4

　基层管理者 56 23.5

　中层管理者 25 10.5

　高层管理者 18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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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变量的均值、标准差以及相关系数

变量 1 2 3 4 5 6 7 8 9

　性别 1

　年龄 −0.184** 1

　受教育程度 0.131* −0.103 1

　工作年限 −0.103 0.691** −0.187* 1

　岗位等级 −0.137* 0.189** −0.146* 0.334* 1

　挑战性压力源 −0.095 0.258** −0.052 0.280** 0.161* 1

　自我效能感 0.083 0.138* −0.014 0.205** 0.114 0.539** 1

　促进定向 0.101 0.044 0.031 0.083 0.093 0.525** 0.842** 1

　工作重塑 0.175** 0.008 0.035 0.067 0.021 0.479** 0.795** 0.834** 1

　平均值 1.590 3.250 2.560 2.880 1.670 2.973 3.254 3.247 3.319

　标准差 0.493 1.430 0.863 1.367 0.942 0.929 0.828 0.838 0.818

　　注：**表示p<0.01，*表示p<0.05（双尾检测）。
 
  

（三） 假设检验

本文采用 SPSS20.0 统计分析软件，运用层级回归的方法分别对自我效能感和促进定向的中介作用进行

检验，具体的回归结果见表 3。 

 
 

表 3    回归结果分析

变量
自我效能感 促进定向 工作重塑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模型5 模型6 模型7 模型8

　性别 0.190 0.231 0.198 0.241 0.297** 0.336*** 0.167 0.152

　年龄 0.012 −0.025 0.003 −0.035 −0.020 −0.055 −0.037 −0.028

　受教育程度 0.017 0.013 0.041 0.036 0.030 0.026 0.016 −0.002

　工作年限 0.112* 0.057 0.042 −0.016 0.065 0.012 −0.030 0.024

　岗位级别 0.058 0.022 0.081 0.043 0.018 −0.017 −0.033 −0.050

　挑战性压力源 0.475*** 0.500*** 0.460*** 0.111** 0.077*

　自我效能感 0.734***

　促进定向 0.765***

　R2 0.057 0.315 0.028 0.306 0.040 0.287 0.665 0.712

　△R2 0.057 0.257 0.028 0.279 0.040 0.247 0.378 0.425

　F 2.822* 17.665*** 1.316 17.000*** 1.927 15.467*** 65.215** 81.203***

　　注：***表示p<0.001，**表示p<0.01，*表示p<0.05（双尾检测）。

1. 自我效能感的中介效应检验

首先检验挑战性压力源对工作重塑的影响。由模型 6 可知，在排除控制变量的影响后，挑战性压力源正

向影响员工的工作重塑行为（β=0.460，p<0.001），H1 得到支持。其次检验挑战性压力源对自我效能感的影

响。由模型 2 可知，挑战性压力源对自我效能感有显著正向影响（β=0.475，p<0.001），H2 得到支持。最后将

挑战性压力源与自我效能感放入工作重塑回归方程。由模型 7 可知，自我效能感对工作重塑的影响显著

（β=0.734，p<.0.001），挑战性压力源对工作重塑的影响显著（β=0.111，p<0.01），但系数有所下降，说明员工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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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能感在挑战性压力源对工作重塑的影响中有部分中介作用，H3得到支持。 

2. 促进定向的中介效应检验

从表 3 可以看出：1）模型 6 的结果显示 H1 得到支持，即挑战性压力源对工作重塑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2）由模型 4 可知，挑战性压力源对促进定向有显著正向影响（β=0.500，p<0.001），H4 得到支持。3）将挑战性

压力源与促进定向放入工作重塑回归方程，由模型 8 可知，促进定向正向影响工作重塑（β=0.765，p<0.001），

挑战性压力源对工作重塑的影响显著（β=0.077，p<0.05），但系数有所下降。这说明促进定向在挑战性压力源

对工作重塑的影响中起部分中介作用，H5得到支持。假设验证的结果见表 4。
 
 

表 4    研究假设验证结果

研究假设 研究结果

　H1：挑战性压力源正向影响员工工作重塑 成立

　H2：挑战性压力源正向影响员工自我效能感 成立

　H3：自我效能感在挑战性压力源与工作重塑之间发挥中介作用 成立

　H4：挑战性压力源正向影响员工促进定向 成立

　H5：促进定向在挑战性压力源与工作重塑之间发挥中介作用 成立
 
 
 

四、研究结论与讨论
 

（一） 研究结论

本研究探讨了挑战性压力源对员工工作重塑的影响，以及自我效能感和促进定向在其中发挥的作

用。研究结果表明：1）挑战性压力源能够正向影响员工工作重塑。在感知到挑战性压力源时，为了实现

对工作的控制、获得持续性职业收益以及向他人展示积极的自我形象，员工会在挑战性压力源的激励下

产生一系列改变目前工作的主动性行为，即工作重塑。2）自我效能感在挑战性压力源与工作重塑的正

向关系中有部分中介作用。在面对挑战性压力源时，自我效能感高的员工相信自己有能力应对压力，倾

向于采取积极的应对措施，促进了工作重塑行为的产生。3）促进定向在挑战性压力源与工作重塑的正

向关系中有部分中介作用。在面对挑战性压力源时，促进定向的个体更关注成长与积极结果。他们会

认为挑战性压力源能给自己带来成长，因此会积极地增加社会性工作资源来应对挑战性压力，更容易产

生工作重塑行为。 

（二） 理论贡献

首先，本研究关注促进定向在挑战性压力源与工作重塑之间的中介作用，进一步丰富了促进定向与

工作重塑关系研究成果。其次，以往的研究大都直接探讨压力源（包括挑战性压力源与阻断性压力源）

对工作重塑的直接影响，本研究探讨了自我效能感与促进定向在挑战性压力源与工作重塑之间发挥的

中介效应，研究证明挑战性压力源可通过两条不同的路径影响工作重塑，丰富了工作重塑发生机制的研

究成果。 

（三） 管理启示

第一，挑战性压力源能够激发员工主动性工作重塑行为，因此，组织应注意区分压力源的性质。对此，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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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可以营造适当的压力氛围，增加一些奖励性的、积极的工作要求与体验，通过适当的挑战性压力源来激发

员工的主动性；引导员工合理地看待压力，培养员工积极应对压力的意识。

第二，在面对挑战性压力源时，组织或领导可以通过奖励、表扬、信任，必要时适当授权等措施激发员工

的自我效能感，让员工相信自己有能力面对工作中的挑战性压力源带来的压力，促使员工去积极应对。通过

这些举措使压力转化为动力，激发员工的主观能动性，推动员工产生工作重塑行为。

第三，在感知到挑战性压力源时，促进定向的个体更容易激发自身的工作重塑行为。组织要积极引导并

激励员工形成促进定向状态，关注员工的进步、发展和成就等需求，并且加强对员工行为的积极反馈，营造积

极的、能够激发员工促进定向的文化氛围。 

（四） 研究局限与未来展望

首先，本文进行分析时采用的是横截面数据，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还有待深入验证，后续研究可采取纵向

跟踪分析方式，以增强研究结论的说服力。其次，本研究探讨的是挑战性压力源对工作重塑的整体影响，未来

可对不同维度的具体影响进行探讨。最后，本研究未涉及挑战性压力源影响员工工作重塑的边界条件。刘博

和赵金金发现挑战性压力源对工作重塑的影响受到人—工作匹配的调节，高人—工作匹配的员工在面临适度

的挑战性压力时更容易产生工作重塑行为[3]。所以未来可对不同的个体间该影响的差异或同一个体在不同

的情境下该影响的差异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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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llenging  stressors  positively  affect  employees'  job  crafting;  and  the  self-efficacy  of  employees  and  promotion  focus

partly mediates the influence of challenging stressors on job crafting. This study discusses two different ways that challen-

ging stressors affect individual job crafting, focuses on the positive effects of challenging stressors, enriches the mechan-

ism  of  job  crafting,  and  provides  ideas  for  organizations  to  effectively  manage  employees  to  cope  with  the  pressure  in

work.

Keywords: challenging stressors；self-efficacy；promotion focus；job crafting；Employee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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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itability Evaluation and Obstacle Factors of Equestrian

Tourism Development in China

Wang Gongwei

（School of History and Tourism Culture, 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 Huhhot, Inner Mongolia 010070,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constructs th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equestrian tourism suitability on the basis of three di-

mensions: equestrian tourism resources, tourism industry development and market potential. It also takes TOPSIS-Entropy

weight method and obstacle factor model to measure and evaluate the suitability and obstacle factors of equestrian tourism

in China from 2015 to 2018 with 31 provinces(excluding Hongkong, Macao and Taiwan) as research sampl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Within the research range, the suitability of equestrian tourism in China was at a medium level on the whole,

with a slight decrease in the resource dimension, and a significant increase in the industrial dimension and market dimen-

sion. (2) Equestrian tourism in all provinces were still in their infancy, and their suitability showed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as

three types: relatively suitable,  moderately suitable and weakly suitable.  (3) The 31 provinces had different suitability in

different  dimensions.  Inner  Mongolia  had  better  suitability  in  resource  dimension.  Jiangsu,  Guangdong,  Zhejiang  and

Shandong had strong advantage  in  industrial  dimension.  Shanghai  and Beijing  were  more  suitable  in  market  dimension.

(4) The obstacle factor analysis shows that equestrian tourism resources were the main factor restricting the development

of equestrian tourism in 31 provinces. The obstacle factors in economically developed provinces manifested as an inver-

sion phenomenon  showing  that  the  industrial  dimension  and  market  dimension  were  better,  but  the  shortcomings  of   re-

sources dimension was prominent. The distribution of obstacle factors in ethnic minority areas was relatively balanced, and

the resource conditions had certain advantages, but the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nd market conditions were relatively back-

ward. Finally,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equestrian tourism in China

according to the conclusion of the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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